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《禮記》〈學記〉：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因此，講習學問，非徒靠己力所能獲致，而需相互砥礪。據《朱子語類》卷129〈本朝三〉有一段包拯為官前與友人共讀的記載：

　　泛言交際之道雲，先人曾有雜錄冊子，記李仲和之祖，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 
    舍，每出入，必經由一富人門，二公未嘗往見之，一日富人俟其過門，邀之
    坐，二公托以它事不入，它日復召飯，意謹慎，李欲往，包公正色與語曰：
   「彼富人也，吾徒異日或守鄉郡，今妄與之交，豈不為它日累乎？」竟不往，
    後十年，二公果相繼典鄉郡，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，蓋如此。​[10]​

這個故事與《世說新語》〈德行〉有若干符合之處，根據記載「管寧、華歆共園中鋤菜，見地有片金，管揮鋤與瓦石不異，華捉而擲去之。又嘗同席讀書，有乘軒冕過門者，寧讀如故，歆廢書出看」，因此，管寧割席分坐，甚至怒斥：「子非吾友也。」正所謂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《禮記》〈儒行篇〉亦言：「儒有合志同方，營道同術。」包拯面對志趣不合的友人，則正色勸勉，並拒絕富人屢次盛請，有「今妄與之交，豈不為它日累乎！」之語。
    《論語》〈陽貨〉所謂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若是性之所近，多為賢良篤學之士。交往者為君子，則能達到《論語》〈顏淵〉所說的「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」，因此，以德義相交，乃為君子行世之準則。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為人處世，若能自身行正，必有好德之士與之同行。職是之故，包拯嚴格護持本性。如《論語》〈憲問〉中提到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修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？」在層層追問下，可知君子修身的終極目標為天下百姓得到安樂。據載，包拯年少「挺然若成人，不為戲狎」，為官後曾向仁宗皇帝自述：「生於草茅，早從宦學，盡信前書之載，竊慕古人之為，知事君行己之方，有竭忠死義之分，確然素守，以期勉拘。」​[11]​據此，以看出包公胸懷大志，希冀輔佐君主、治國安民。
    另一方面，當時富人可招致賢人，如王安禮「喜結四方豪富，如杭州俞緡，東南大姓，賈販小人，未嘗為安禮門客，特以賄交，去歲大禮，遂奏緡為假承務郎。」​[12]​即是一例。然從包拯之語可知雖言交友之道，不過，卻仍可窺其人讀書做官的志向以及待人接物的謹慎，因防「妄與之交」，而「為它日累」，顧慮日後為本地官會有所牽制。此乃有些地方官因交際鄉人過密，因而「遇事入手，處之頗有掣肘處」，由此也可看出包拯思慮細密，為長遠之計。包公心目中的理想官僚，乃是清廉、正直、忠君。三者的根基在於「治心」，在中國古代「道德政治」的語境裡，強調心性的治理意義和作用，乃是必然的要求。必須時刻保持「心」的「清」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做到寡欲進而清廉、正直。對於「心」的治理，在中國儒家思想史上，向來非常重視。譬如《論語》〈學而〉所謂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言，它的要點顯然落在「治心」，通過對於五經六藝的學習溫習，得以立身處世，而達到仁心境界，亦為「克己復禮為仁」之意。《孟子》〈盡心〉則有「仁義禮智根於心」的說法。順此儒家傳統思想而來，包拯以「清心為治本」的觀念施諸政治，也是自然之事了。​[13]​或許，因有如此觀念，方能以「舉刺不畏權貴，犯顏不畏逆鱗」​[14]​著稱。

三、不偽辭色悅人
    《宋史》〈包拯傳〉中說他「拯性峭重，惡吏苛刻，務敦厚，雖甚嫉惡，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。」又，司馬光曾評論包拯：「為長吏，僚佐有所關白，喜面折辱人；然其所言若中於理，亦幡然從之。剛而不愎，此人所難也。」​[15]​李燾亦稱包拯「性峭直，然奏議平允。常惡俗吏苛刻，務為敦厚。雖疾惡甚，至人情所不及，即推以忠恕」​[16]​，包拯不僅清廉自律，並立下《家訓》​[17]​，要求子孫，為人稱道。《夢溪筆談》中也說他「天性峭嚴，未嘗有笑容，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」，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中說「包孝肅公立朝剛嚴，聞者皆憚之」；至於吳奎〈宋故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誌銘〉中則言包拯「早從宦學，盡信前書之載，竊慕古人之為，知事君行己之方，有竭忠死義之分，確然素守，期以勉循。」由此可見，剛毅峭嚴是他的本性，也深刻影響了他的生活作風。關於包拯的私人生活，同時代及後來人很少有記載。爬梳上述資料後，從「峭重」、「面折辱人」、「峭嚴」、「剛嚴」、「竭忠死義」等特質或許可以推測，一個如此威嚴，並且「未嘗有笑容」的人，其私人生活不太可能奢侈多采的。而且，旁人對他「推以忠恕」、「此人所難」、「憚之」，可見不為辭色悅人的包拯，使人又敬又畏。
    包拯為官後主張「精選廉幹中正之人」、「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貪者，民之賊也」，正如《孟子》〈離婁〉所言：「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取傷廉。」自奉儉約對吏治有積極作用，一芥不取的包拯始終如一，《宋史》卷316中記載：「雖貴，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。」由此可知，生活簡樸的包拯與當時宋代文人政客的生活風氣截然不同。又，包拯不僅竭忠於君、施愛於民，更致力於澄清吏治、強調法律之信，同時消除了慶曆新政以來的朋黨問題。包公指出：「朝廷累年以來，凡進用庶官，裁處大事，必避形跡，以為公道。上下相蔽，習以為常。有才者，以形跡而不敢用；不才者，以形跡而不敢去。事有可為者，以形跡而不為；事有不可行者，以形跡而或行。」​[18]​這一情形，將會導致「正人結舌，忠直息心，不敢公言是非，明示勸誡，此最為國之大患也。」​[19]​對於政治勢力能有效緩解調停的包拯，亦發揮《荀子》〈君道〉中所謂「其待上也，忠順而不懈；其使下也，均遍而不偏。」如此身分則兼顧忠臣與清官。此外，在慶曆新政失敗的情勢下，包拯「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」，反對因循姑息、緘默自守，並為「非辜被譴」的執行新政的官員楊紘、王鼎、王綽等人辨理、恢復官職，並提出興利除弊的改革措施。包公的取捨標準，基本上是以道德為依歸，此與他接受儒家思想有關。經過秦漢兩朝的實踐和變遷，儒法與禮法又出現了新的整合，從而奠定了其後兩千餘年的政治結構與治理模式，在這一宏觀歷史背景下，包公信奉儒家思想，或者說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，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但是，就《包拯集》而言，包公議論「治平之世，明盛之君，必務德澤，罕用刑法」時，不僅徵引漢儒董仲舒「天人感應」 的學說，而且徵引《老子》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；其政悶悶，其民諄諄」之言​[20]​，可見法家的影響同樣不可忽略。
    據《包拯年譜》，宋仁宗嘉祐四年(西元1059年)，包公六十一歲，三月時上書彈劾張方平、宋祁，為樞密直學士、權三司使。理由乃針對私生活而發：「祁在益部多遊宴，且其兄庠方執政，不可任三司」​[21]​。《宋史》〈宋祁傳〉記載：「尋除三司使。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，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，在蜀奢侈過度。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，且其兄方執政，不可任三司。」​[22]​包拯彈張方平、宋祁，或據實而言，大公無私，心地光明。然張、宋二人因「私生活不檢」遭包公彈劾，罷去三司使之位，包公卻轉即接任三司使，也令人疑其為貪三司使之位而彈劾二人。如《宋史》〈包拯傳〉中，記有歐陽脩之言：「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，罰已重矣，又貪其富，不亦甚乎！」又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111〈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〉：「此所謂蹊田奪牛，豈得無過，而整冠納履，當避可疑者也」，且「學問不深，思慮不熟」​[23]​，可見包拯之疏忽。然而，歐陽脩的批評或許也是在個人立場上，駁斥與己身相異的行事風格。
    至於宋祁行事風格究竟如何？據《宋史‧宋祁傳》記載，其人「修唐書十餘年，自守亳州，出入內外嘗以稿自隨，為列傳百五十卷。預修《籍田記》、《集韻》。又撰《大樂圖》二卷，文集百卷。」可見並非不學無術，徒知享樂之人；又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19記載他死後，成都「士民哭於其祠者數千人」，由此可知受民愛戴之深；而在私人生活上，則確實如包拯所述，陸遊《老學庵筆記》卷5記載：「宋景文好客，會飲於廣廈中。外設重幕，內列寶炬，歌舞相繼，坐客忘疲，但覺漏長，啟幕視之，已是二晝。名曰不曉天。」即使如此，卻仍在宴罷燃燭展紙，編修《唐書》。又，宋祁常到晏殊的西園赴宴和賦詩，曾「會連舜賓別墅」、許田別墅、衡陽別墅，同萬秀才赴楊侯別墅。綜上所述，宋祁如包拯所言，生活奢侈，但卻深受百姓愛戴。奢靡之風是宋代文人普遍存在的一種風氣，文人賦詩風雅，引以為尚。​[24]​但公正廉明的包拯，堅決反對，因此進行彈劾。

四、平居無私書





    從士人間的書信往來、詞語贈答，以及餽贈禮物的記載中，可大致瞭解交遊梗概。士大夫之間的交往活動，常見於結伴遊歷名勝古蹟或山水園林，也常見於互訪、宴集，以及結社。​[35]​然包拯一生交遊，卻不刻意抉結。
    當包拯甫回本籍廬州，至友親朋，無不歡呼雀躍，笑顏逐開。結果紛紛前來拜望，個個掃興而歸。凡因私來訪，概吃閉門羹；凡處公事，繩之以法。包拯主張「法令者，人主之大柄，務須有法必依，執法必嚴」，即使是自家親戚，亦違法必究，不徇私情，而「有從舅犯法，希仁撻之」​[36]​之事。當時，包拯堂舅仗勢橫行鄉裡，胡作非為，包拯接到受害者訴狀後，立即升堂問訊，審明情況，依法賞其堂舅七十大板。消息傳開，百姓奔相走告，歡欣鼓舞，盛讚包拯秉公執法，鐵面無私，充份表現大親不滅義，「自是親舊皆屏息焉」，再無人敢為非作歹。
    雖有人批評他六親不認，不近人情，故作姿態，沽名釣譽，然而，面對社會公義與親情產生衝突時，包拯該如何抉擇？詩作〈書端州郡齋壁〉或許可為解答：「清心為治本，直道是身謀。秀幹終成棟，精鋼不作鉤。倉充鼠雀喜，草盡狐兔愁。史冊有遺訓，毋貽來者羞。」​[37]​清心寡欲是修身之本，正道直行為處世之道。只要是根正幹直的良木，必能成為棟樑之材；純粹的精鋼，不可扭曲為彎鉤；國庫充實，連鼠雀也會歡躍不止，若田裡寸草不生，狐兔也會犯愁；史書上記載著先賢的訓誡，為官者不能有惡行劣跡而被後人羞辱，此為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銘，同時反映了包拯居官的指導思想：正身立朝，寡欲清心，奉公廉法，無畏無私，剛直不阿，力鏟奸惡。做個無愧於先賢和後人的清官廉吏，諸種事蹟恰可呼應元代文學家元好問所言：「人信有清官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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